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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文化边界

——在东亚文化框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

刘晓峰

一、引人注目的端午节申遗

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在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 76 个项目。

中国共有 22 个项目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这是中国入选联合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一年。22 项新选入项目中，端午节赫然在内。由官方

提供的新闻通稿介绍端午节说：“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月初

五。迄今已有 2500 余年历史。由驱毒避邪的节令习俗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的祭

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主要有：祭祀屈原、纪念伍子胥、插艾蒿、挂菖蒲、

喝雄黄酒、吃粽子、龙舟竞渡、除五毒等。各种活动因地而略有不同，湖北省秭

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湖南省汨罗市的“汨

罗江畔端午习俗”、江苏省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和浙江等全国广大地区均

各具特色。端午节是蕴涵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对中国民俗

生活有重大影响。”
1

站在一个研究者的专业立场看，端午节第一个被中国政府申请为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很不自然的事情。所谓“百节岁为先”，在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中，

影响最大而且地位最高的节日理应首推春节。如果要把中国传统岁时节日纳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序列中，第一个被排入的节日应当是春节而不是端午。

并且很多专家早在 2006 年、2007 年就针对春节申遗提出一系列呼吁
2
。所以，从

很多层面上看，都应当是春节最先进入最早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

舍春节而申端午，实在是不平常的，是引人注目的特殊行为。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单纯的专业角度转向社会，回顾一下2005年11月韩

国 “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

1
中新网 2009 年 10 月 13 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10-13/1908450.shtml。按：

这段关于端午节的文字表述，当时做为官方标准说法为主流传媒及国内各大网站普遍采用。
2
参见王力《专家呼吁—— 尽快启动春节申遗》，《人民日报》2007 年2 月9 日第11版。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10-13/19084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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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引发中国网民的“端午保卫战”，不是中国第一节的春节而是端午节第一个

被中国政府申请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非常容易理解。它不过是那场“端午

保卫战”的延续和一个象征性的结果。2005年11月韩国 “江陵端午祭”申遗成

功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很大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启动过程。从2004年4月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讲话，到《人民日报》记者刘玉琴同年5月关于韩国申报端

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的报道，到５月岳阳市政府在南湖广场举行了“保卫端

午”的万人签名活动
3
，以及2005年11月韩国 “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这一切

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一次很好的教育。于是出现了2006年至2007年之间有关春节申

遗的系列呼吁，于是有了把中国的端午节优先放入申遗行列的行动和结果。正因

如此，端午节申遗才成为我们这里加以注目和讨论的题目。

二、端午节起源问题的学术扭曲

上述由文化部非遗司提供的关于端午成功申遗的新闻通稿，介绍端午节还有

一个引人注意的细节，就是把端午节的产生年代确定于2500年前。

我们知道，在端午节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这种直接把端

午节的起源时间主观给定的做法，站在学术立场上看，同样是非常有问题的。在

当代中国，有关端午节的起源，最流行的说法当然是屈原传说。早期把屈原与端

午联在一起较完整的文字材料，是东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周时，楚屈原以忠被谗，见疏于怀王，遂投汨罗以死。后人吊之，因以五色

丝系角条，于节日投江祭之。

《艺文类聚》卷四引用南北朝时吴均《续齐谐记》中的相关记载更为全面：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3
岳阳市副市长郭光文在阅读完本报关于湖南保护端午节的系列报道后，拿笔当即在报道上写下“端午节是

我们的节日，我们要坚决保护它”。并立即电话指示文化、宣传部门及汨罗市的主要负责人，要求他们高度

重视端午节的保护,应加强民族民间文化的教育和保护工作，发挥各级应有的作用，全市要大规模的行动起

来形成一股合力，保护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端午节，属于中华民族的节日。郭光文说：“这是岳阳人民的大事，

是湖南的事，是中华民族的事。”（顾嘉健《岳阳端午“申遗”全民总动员》，《新闻晨报》，2004 年 5 月 13

日）。有关中国“保卫端午”之战，更多请参见施爱东《从“保卫端午”到“保卫春节”：追踪与戏说》，（《话

题２００５》萨支山、杨早编 三联书店 2006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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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

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

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在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五月五日竞渡源于屈原投汨罗之说已经成了普

遍的说法：

是日（五月五日）竞渡。按：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

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

我曾在文章中讨论过，屈原传说自身把端午的一些重要节俗——龙舟竞渡、

食粽、系五色丝等都非常自然地综合为一体。并且屈原本人以忠见谤，以信见疑，

赋《离骚》而见志，投汨罗以殁身，所谓其志可哀，其情可悯。因此一旦屈原传

说附会于端午节后，便迅速流传成了有关端午起源影响最大的传说。到了现代屈

原的“狐死首丘”式的爱国，更与民族国家时代的意识形态相适应而获得巨大的

生命力。

但是，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文献上最早不过东汉时代，并且事实上

早在梁朝宗懔写作《荆楚岁时记》的时代，就已经记载有端午起源于伍子胥、起

源于曹娥、起源于越勾践的传说，所以后来的学者们如现代人闻一多先生提出端

午为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今人陈久今先生提出古代越人新年说等新的说法。

所有这些说法，至今并没有哪一种权威到可以一享独尊的地位，很遗憾正是端午

起源研究的现状。

然而今天文化部非遗司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年代刻度——端午节起源

于 2500 年前。我推测这一说法，大概是参考了史载伍子胥死于公元前 484 年的

记载。既然伍子胥死于公元前 484 年，死后在当地形成传说再需要一两年，那就

正好是 2500 年前了。端午节起源于 2500 年前这一说法，数字上的来源最大可能

就在于此。问题是关于吴地五月五日祭祀子胥的习俗，相关记载出现的很晚。隋

杜公蟾为《荆楚岁时记》作注，于“是日竞渡”下注明：“邯郸淳《曹娥碑》云：

‘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

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这段话中提到的邯郸淳是三

国时代人。宗懔《荆楚岁时记》杜注所引他的《曹娥碑》原文，收于《丛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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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编》《古文苑》卷十九，所记更为详尽：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

五月时迎五（伍）君（宋章樵注云：伍子胥为涛神），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

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

抱父尸出。

据此我们可知的不过是古代东汉时代吴地区迎伍君的仪式在五月。《艺文类

聚》引东晋虞预《会稽典录》记载曹娥事，直书“五月五日”，是以子胥事属端

午做法，在梁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以前已经有存在。但将伍子胥事附会于端午

节，在东汉以前无文献可考。仅仅依据这一传说直接就把伍子胥的殁年当成端午

节起源的年份，显然是有欠妥当的。更何况伍子胥传说有着非常大的地域局限—

—在有关端午节产生的多种看法中，这一传说基本只限于吴地，影响非常有限。

2500 年前，是公元前 490 年前后，那正是孔子困于陈蔡的年头，是我们所

熟悉的《论语》中所记载的时代。有关那个时代的文化，我们可以借助很多文献

资料和考古资料来了解。然而至少在《论语》以及《论语》同时代的文献以及出

土文物中，我们还找不到有关端午节的记载。单从文字角度讲，端午节的“端”，

是“正”的意思。据说称“正”为“端”与古代讲究避讳有关。大名鼎鼎的秦始

皇姓“赢”名“政”，“政”与“正”同音，“正”也在避讳范围之内，所以正月

就被改称为“端月”，《史记》的年表中的正月写作“端月”，就是受到秦制的影

响。“端”还有开始的意思。《左传》中有“履端”之语，《正义》解释为“四始”，

也就是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这里的“端”就是“始”。秦汉有称

正日为“端日”的，“端日”就是初一。公元 238 年秦始皇才亲政，避秦始皇的

名讳不会早过这一时间段。所以至少端午节这个名字早不过 2250 年前。

其实如果要在有关端午节的各种起源论中，找到一个可能最古老而又可信的

年代，应当是端午起源于夏至的说法。因为盛夏五月最重要的节日是夏至，历史

上端午节吸纳得最多的一个重要节俗就是夏至的节俗。对于农耕社会，太阳的变

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从一开始便成为先民观测的对象。中国古人很早便认识到

冬夏二至，并且把夏至做为上古祭祀的重要时期编入祭祀系统中。《周礼》中已

经和冬至祭祀天神相对，有“以夏日至致地示（祗）物魅”的记载。《史记》记

载汉代的祭祀活动说：“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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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朝历代，夏至祭祀地祗的传统一直都有传承。夏至的很多节俗——比如食粽、

赠扇、系长命縷等，后来都成了端午节俗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时间上说，中国古人认识到夏至的存在是非常早的。《尚书·尧典》记载

了著名的四仲中星: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

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对这段记载学者们的讨论非常多,竺可桢以实测的角度

考证出这是殷末周初之天象
4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赵永恒、李勇两位学者也认为

“四仲中星……是用来确定二分二至的,只不过是用昏中星来表示的。例如,冬至

日在虚宿,黄昏时太阳在西方地平线,即黄昏时虚宿在西方,此时春分点在南方,

而春分日在昴宿,故仲冬昴宿‘昏中’。”赵永恒、李勇两位学者还根据四仲中

星里虚宿和昴宿的位置确认，这段记载所表述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 2494 年至前

2176 年。”
5
《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上古神话传说对上述时间断限构成支持。

《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关少皞（昊）氏记载云: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

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 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

氏，司至者也。”这段文字反映了古人认识到夏至后，更逐步总结出夏至与物候

的关联，说明那时人们不仅掌握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而且掌握

了玄鸟春分来、秋分去, 伯赵夏至鸣、冬至止的物候关系。因此，如果我们把有

关中国古代有关夏至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文化传承看成是端午节的起源，则端午节

的起源可以远溯殷周之际甚至更早。

那么，为什么这些有关端午形成期更早的知识，没有进入文化部非遗司的叙

述文字中呢？这个问题反过来就是：2500 年前这个数字，对于端午申遗具备怎

样特殊的意义？这就要涉及到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的起源问题。社科院贺学君研究

员曾应邀考察韩国江陵端午祭，她就韩国江陵端午祭的历史渊源介绍说：

韩国的端午，时间上与中国农历的五月初五相同，他们也称之为“重午、重

五、端阳、五月节”，传统称为“上日”（注：有的解释为吃的艾子糕形同车轮

是圆形的；有的说因用山牛蒡制造糕点，按语义它们意味着“高、上、神”，所

以五月五即是“神的节日，万众同乐的节日”）。“端午”从字义上解释为“初

午”，属五月第一个“马日”。五月本是一个阳数（也称为奇数），初五即是两

个阳数相遇，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着重视奇数日相遇的习俗，因此定为一大节庆日。

此节萌生于何时，目前没有文字资料可证，但已知早在新罗时代即有了“端午节”。

4
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

社, 1985 年版，第 279—290 页。
5
赵永恒、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 年第 1期，第 110—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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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上自皇室，下至平民百姓，举国欢庆。
6

而在韩国学者自己的叙述里，韩国的端午则被上溯至 2000 多年前。韩国学

者张筹根认为，韩国的端午祭祀展开时，正好与插秧结束后的这一“祭鬼神群聚

歌舞”的习俗在一个节期。所以韩国的端午节俗可以说有漫长积累的历史。

成为韩国学者上述主张的文献依据的，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韩

俗称：

“其俗……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和男

女之别。其葬有椁无棺，不知乘牛马，牛马尽於送死。以璎珠为财宝，或以缀衣

为饰，或以县颈垂耳，不以金银锦绣为珍。……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

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

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

据张筹根先生的研究，今天韩国的端午节期仍旧与插秧播种结束期一致。从

时间上说，这种重合在农耕社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张筹根先生的

观点非常值得重视的。这里的“群居歌舞”和后来的端午节是否真有直接联系，

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既然韩国的端午祭年代可能上溯 2000 多年前，我们端午节

的产生年代，被确定到 2500 年前就可以理解了——这仍旧是政治扭曲学术的一

种反映。

三、端午节的文化边界

端午节自有自己的文化边界。它是中国古代节日体系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

一。尚秉和先生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指出，在清朝，端午节是一年之中

最重要的三个节日之一，和中秋、岁首并称三节。在当代中国人的节日生活中，

端午节是中国人生活中广泛流行的、最为老百姓熟悉的节日之一，地位非常重要。

但同时端午也是对中国周边地区有很大的影响的节日。它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很早

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日本，端午节是日本的男儿节，端午前半个月左右，日本各地都会看到许

多家庭挂出的一面面鲤鱼旗。日本天平胜宝五年正月四日，日本博士中臣丸连张

6
贺学君《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陵端午祭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06 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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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等就中国古代节日的起源向孝谦天皇提出了一份勘奏。关于五月五日的起源，

这份勘奏解释道：

昔楚屈原为惠王以被放湘南，遂无所返徵，则亥时而怀沙入汨罗之水而没已。

其灵化而为鬼神，为天下做旱涝疫气之灾。或梦想诲曰，为天下作不祥之灾者，

皆我灵气所成。欲消灾者，五月五日于罗水祭我灵者，即消灾矣。则风俗此日连

楝叶之玉并茎，黏裹而投罗水之中祭之。依此而天下无灾。
7

在韩国，中国端午习俗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本文与韩国江陵端午祭有密切关

系，故此这里略作展开。《东国岁时记》记载李朝端午习俗，摘引如下：

1、颁艾虎于阁臣。用小杆缠束彩花。蓛蓛如蓼穗。《岁时杂记》：“端午，以

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国制仿此也。

2、工曹 造进端午扇。颁于宫掖宰执，侍从。扇之绝大者，竹幅白矢。满五

十、四十，名曰白贴。着漆者，名曰漆贴。得此者，多画金刚一万两千峰，或为

倡巫所把。近俗，喜写折枝、桃花、芙蓉、蝴蝶、银鲫、鹭鸶。

赠扇子

《戒菴谩笔》：“端午赐京官宫扇。竹骨纸面，俱画翎毛五色缠绵绕艾虎者。”

是也。湖南、岭南两道伯及统閫，进上节扇。例送朝绅及亲知间。造扇邑守令，

亦有进上赠遗。全州、南平之制为佳。

僧头、鱼头、蛇头、合竹、斑竹、外角、内角、三台、二台、竹节、丹木、

彩角、素角、广边、狭边、有环、无环、制样各殊。五色及紫、绿、鸦青、云暗、

石磷等诸色无不备焉。俗尚白、黑二色，黄漆、黑漆两贴及着油者。青为新郎，

素为丧人。诸色，为妇人小儿所把。

团扇，有五色，又有五色交贴斑斓者。有似桐叶，莲叶，莲花，蕉叶者。或

着油，或黄黑漆。男子在家而摇，色扇为妇女儿童所持。

又有色纸，竹幅，阔大为輪扇，有柄。张之如伞。作小儿遮阳之具。又有长

柄大团扇，作枕簟挥蚊之具。又以斑竹皮，色绡纱，饰珠贝，为新妇遮面之具。

或仿大蕉叶形，亦为大臣仪饰之物。

又有商贾扇买卖者，精粗巧朴，不一其制。中国人称高丽人冬执扇，记其俗

7 惟宗公方《本朝月令》，日本群书类从本 1931 年版，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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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3、观象监，朱砂搨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

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

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

按汉制，有桃印以止恶气。抱朴子作赤灵符，皆端午旧制。而今之符制，盖

出于此。

第 1条“颁艾虎于阁臣”的习俗，艾虎的形制“用小杆缠束彩花。蓛蓛如蓼

穗”。而这一节俗直接参考了中国《岁时杂记》：“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

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的作法，所以最后交待说“国制仿此也”。第 3 条用天中

节符，“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

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直接就是道教的符咒，文末同样交

待这是参考了“汉制”。第 2条进扇一事，没有直接交待中国的源头，但我们知

道，此亦中原习俗，《宋书》卷 41 载宋废帝刘煜元徽五年端午，皇太后赐帝玉柄

毛扇，刘煜嫌扇毛不华丽，欲以酖酒毒杀太后。又唐太宗曾尊旧俗赠扇与长孙无

忌、杨师道。史载唐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蝶龙等字笔势警绝，谓司徒长孙无忌

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月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庶动清

风，以增美德”。有唐端午前二日，长安东市成为扇市。宋明以后送扇成为节礼。

端午起于屈原的传说也传入韩国，屈原的精神曾给韩国士人极大感动。朝鲜李朝

学者金迈淳在《洌阳岁时记》端午条中记载说：

（朝鲜）国人称端午日，水濑日。谓投饭水濑，享屈三闾也。地之相去万有

余里，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谣俗不改，精爽如在，何令人感慕至此也。

在琉球，端午节和上巳节一样受重视，《琉球国旧记》记载，是日：

王出御南殿，众官朝贺，其礼如上巳之礼。大台所官，献粽（俗称萁饼），

并御佳例盆，且圆觉寺僧，亦献菖蒲叶也。世俗家家作粽饴粕，并菖蒲叶，荐之

于先祖而吃焉。8

8
《琉球国旧记》，伊波普猷、东恩那宽淳编《琉球史料丛书》第三卷，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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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国旧记》“爬龙舟”条记载龙舟文化影响琉球云：

昔有长滨大夫……姓名未传，奉命入闽赴京已。效南京龙舟而回来。即五月

造舟，竞渡那霸津，以祝太平也。由是每年五月三日，乘龙舟者，必著白帷子，

以泛于西海云尔。往昔有久米村、那霸、若人、垣花、泉崎、上泊、下泊等，爬

龙舟数只。今有那霸、久米村、泊村三只也。9

琉球古代的文化，很多直接来源于福建。这里的“爬龙舟”习俗也非常有岭

南特色。

在越南，端午非常受重视。越南人在这一天采药、驱虫、饮雄黄酒。朱云影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一书中指出：“越南自秦汉以降，为中国郡县有一

千年之久。在这悠长的期间，中越相处无异一家，越人耳濡目染，自然不知不觉

染上华风。”
10
在这样大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节俗因此也自然影响及于越南。《大

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纪》记载：“天应正平五年（1237）夏五月，端午

节，吊屈原及古贤人如介子推者，每年是月皆举行之。”

可见在东亚地区，源于中国的端午节文化习俗，可以说影响深远。这种深远

影响，实际上不仅仅体现在一项项具体节俗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端午节的文化

精神上。从中国古代时间体系中来考察，五月份在这一体系中的最突出的特征，

首先是五月的时间内含着一个阴阳转换的时点。这一时点简而言之可以分成三部

分来理解。它既是纯阳的时点所在，又是少阴的时点所在，同时还是由阳向阴转

化的时点之所在。其次，与阴阳转化相关，五月的时间特征，在于它内在的矛盾

性。五月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月份。自然界在五月阴阳发生根本变化。从不同

的方向理解这一变化，可以产生方向截然不同的节俗。比如，和三月上巳单一地

强调临水禊祓和九月九日单一地强调爬山登高不同，五月既可以登高远眺，攀登

高山，也可以去水榭楼台。再比如，为了保护阴气的安定和成就，五月的时间可

能强调要“静”。古人认为入夏宜静。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三“僧寺结制”记

载“四月十五日结制，谓之‘结夏’。盖天下寺院僧尼设祭供佛，自此僧人安居

禅教律寺院，不敢起单云游。”这是入夏取“静”的表现。但为了促进阴阳交合

化生万物，它可能又强调“动”，强调“斗”与“争。”我们在后代的端午节俗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内在矛盾性在端午节俗中的展开。从利用这一阴阳变化

9
《琉球国旧记》，伊波普猷、东恩那宽淳编《琉球史料丛书》第三卷，第 94 页。

10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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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部分这一角度出发，产生了一系列民俗，从规避这一阴阳变化不利的角度

出发，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民俗。五月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对立体的特殊月份。

在中国古代时间体系中，五月就是这样一个阴阳发生重要转化的月份。中国

古人讲究“天地交合，化生万物”。所以五月的阴阳转化当然进入到他们的视野。

五月发生的阴阳转化进行得是否顺利，直接关乎秋天的收成，关乎人丁的兴亡和

人的运数的起伏。按照古人的“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和人

的行动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为了促进阴阳充分交合，在五月形成了一系列以“争”

和“斗”的民俗，这一类民俗的特点，是以“斗”和“争”为手段，主旨则在于

如何促进阴阳交合。古代中国以农业社会为主体，农作物一年的丰欠，是众所关

注的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因为“天地交合”进行

得是否充分，直接与能否更多更好地“化生万物”直接相关，所以五月的“争”

与“斗”这一系列的民俗，经常又与占卜丰欠联系到一起。这也是“五月五日晴，

主丰稔”“端午晴干，农父喜欢”之类的农谚出现的背景和原因。

放到这一文化框架中，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的形成背景以及文化内涵，都完全

可以做出新的解读。江陵端午祭于 1967 年被韩国政府确认为“文化财 13 号文化

遗产”，受到法定保护。韩国对“端午祭”的定位十分明确：是一项民俗“庆典

活动”。它始于岁时风俗的“端午节”，如今发展成为“尝试新文化、探索新生

活方式”的现代庆典活动。它的内涵：“包蕴的是民众巨大的希望、平凡的生活

哲理、隐藏在人心背面的欲望”。 “庆典活动”的内容：由祭仪、演戏、游艺

（游戏）等几部分构成。集中体现“一年的文化成果”，在传统的祭礼中“赋予

现代文化因素”。但仍强调“祭仪是庆典活动最终目的所在”，“庆典活动的意

义取决于祭仪”
11
。而在今天韩国端午祭中的祭祀部分，包含多少古老年代的“祭

鬼神”的因素，却很难做出判断。因为今天韩国很多地方的端午祭，包括申报了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江陵端午祭，都和中国的端午节一样，吸纳了五月其他节

日的节俗，特别是江陵端午祭更直接与五月的城隍祭相重合。在江陵端午祭的整

个仪式过程中，城隍爷和城隍奶奶无疑是仪式相关诸神的核心，两者在仪式中的

会合意味着阴阳的交合，也蕴含着“阴阳交合而化生万物”的祈愿，这与稻种后

祈求丰收当然是一致的。而我们想强调的是，五月祭祀城隍的活动，并不是源出

朝鲜半岛的，而是在北中国广泛流行的民间祭祀活动。看来在韩国端午祭中，究

竟哪些祭祀要素是纯粹韩国式的，今后还有认真细致加以分析讨论的余地。

11
参见江陵市长 2004 年 5 月 1日发行的《江陵的无形文物》一书，第 18 页，转引自贺学君《韩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陵端午祭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06 年 02 期。



11

然而审视今天的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材料，更多地是强调韩半岛的“民众信仰

和农时活动”，强调“以韩民族自己的方式，结合韩国民众的需要和审美观，创

造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它的祭仪，无论是“儒教祭仪”还是“巫祭”，

都保持了“原生状态”，在这些语言陈述的背后，我们仍旧能够看到韩国江陵端

午祭的申遗，同样有着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联络的复杂内在逻辑，和为这一内在逻

辑左右的学术扭曲的存在。

四、地域文化框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笔者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推出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认定制度对于保护和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从近几年中

国的发展情况既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到，申请非遗和建立非遗保护体系，成

为中国今年保护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要的制度性手段。认识到“软实力”“文化力”

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在非无知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尽管这一过

程中包含许多工作缺欠，但大的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成果也是巨大的。

但是，在这一认定制度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主权划分问题，存在着民族国家框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割纠纷。发生在中韩

之间的端午之争，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厌韩”情绪，而其在韩国的反拨则导

致韩国部分民众对于中国的抗议活动。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我们会看到双方的

逻辑都是完全成立的。一方说，这样发明最早是我的，我已经在 2500 年前发明

了它。而另一方说，这件发明我已经拥有了 2000 年，并且在最初发明之上加上

了许多新的因素。更何况你没有办法证明 2500 年前我就不曾拥有过。这一切不

仅仅是逻辑问题。在东北亚，除了众多的节日为列国所共有之外，在中日韩之间

还存在着围绕医学、饮食、文化等种种方面。更重要的是类似的事情并不仅仅发

生在中韩之间，它已经发生在了东南亚。

问题正在于，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制度直接会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权划分问题相联系。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对地域文化发展

产生负面的割裂性影响。站在世界文化史发展的高度看，在近代以前的世界，曾

存在着以希罗文明为根本的欧洲文明圈、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伊斯兰文明圈、

以佛教为中心的南亚文明圈等等具有相当规模的不同的文明圈。以中国为中心，

形成了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域文明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不同的文明

圈，在涵盖范围上远远大于今天的国家边界，内部有许多长期共享的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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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如何突破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框架，正确运用好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制度，把这一制度的力量转化为地域统合的促进因素，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

区都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落实到东亚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中国古代文化作为这一地域文明的

文化核心，对于周边的民族和社会发展曾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份影响在漫长的

历史中已经演化为一种事实上的文化共享。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从学术角度来讨

论最初的发明与创造，当然具有学术意义。同时，有必要认识的另一个事实是，

这份共享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以端午节为例，在世界上真正和我们共

同拥有端午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毕竟是很少数。把目光放大放远，我们会看到拥

有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文化亲缘性的结果。伴随国际形势的发展，面

对以欧共体、北美自由经济贸易圈等为代表的世界格局大整合，21 世纪的东亚，

实际上面临着如何提高地域认同、增进文化共识并寻求建设新的合作关系这样的

重大问题。在此意义上，超越民族国家框架，思考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

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立足于东亚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必须清

醒地意识到，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来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文化产权问题，并依此划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边境。我们应当做的，是从

人类文化史发展的角度，本着促进地域文化发展与融合的原则，对于这一领域的

问题，做出更有意义的综合判断。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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